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（ 3 ） 言うまでもないが，議員立法も可能である。
（ 4 ） 贈収賄（汚職）以外の行政の審査を歪める要因
として，行政（官）の審査能力及び企業の情報開
示の不備が考えられる。







（ 6 ） これとは逆に，贈賄によって，事業者が変更さ
れることにより，得られる社会的厚生の水準が増
大するケースも考えられる。


















Pakhriazad， H. Z.， & Shinohara， T.（2005），“A 
Study of Legitimate Rights of the Sultan and 
Malay Customary Land Tenure System in the 
State of Pahang， Peninsular Malaysia”， Journal 
of Forest Economics， 51（2）， pp. 13-20
森田朗（1992），「許認可行政における法運用の分析」，
法社会学 44 号，pp. 111-115
Hellman， J.， Jones， G.， & Kaufmann， D.（2000）， 
“Seize the state， seize the day: state capture， 
corruption and influence in transition”， World 
Bank Policy Research Paper， No. 2444
Del Bo， C.， & Florio， M.（2012）， “Public enterpris-
es， planning and policy adoption: three welfare 
propositions”， 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︲
form， 15（4）， pp. 263-279
鈴木拓・岩﨑一郎（2008），「移行諸国の汚職水準とそ













Beblavy， M.（2007）， “Costs of corruption and po-
tential remedies from an economic point of 
view”， Ekonomický časopis（Journal of Econom︲
ics）， 7（55）， pp. 697-711
大矢裕一（2017），「経済成長を図るための非公共目的
を 包 含 す る 土 地 収 用 法 制 度 の 弊 害 要 因― 
ASEAN 諸国におけるマレーシアの事例からの考
察―」，日本不動産学会誌，31 巻 3 号，pp. 100-
109
佐藤延子（1998），「地域振興と地方自治体－第 3 セク
ターと自治体の役割」，大垣女子短期大学研究紀
要，39 巻，pp. 31-44

